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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屯溪土墩墓与休屯盆地区域文明研究 

王昌月1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 100871) 

【摘 要】:安徽屯溪八墓随葬原始瓷豆的型式分析显示屯溪土墩墓群年代始于西周早期偏晚阶段并延续至两周

之际｡ 八墓出土青铜礼器区域特征突出､ 艺术风格影响深远,应为本地铸造｡ 处于原始瓷和铜矿资源流通的重要节

点,西周时期休屯盆地成为重要的区域文明中心,曾､ 应两国也在中原与东南地区的交流互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关键词】:屯溪 土墩墓 西周 原始瓷 铜矿资源 流通 

【中图分类号】:K871.3 【文献标识码】:A 

1959—1975 年,安徽屯溪弈棋村陆续发现并清理土墩墓八座,出土大量青铜器､印纹硬陶及原始瓷,学界习称“屯溪八墓”｡

钻探表明,该地原为一处土墩墓群,墩与墩之间相距少则数十米､多则数千米｡遗憾的是,除上述八墓外,其余均被夷为平地或叠压

于现代建筑之下｡屯溪八墓的发现填补了过去休屯盆地先秦时期考古学文化面貌认识的空白｡虽然土墩墓作为一种特殊的丧葬形

式广泛存在于皖南地区,经正式发掘的墓葬数量也颇为可观,但迄今为止仍以屯溪八墓等级最高,其文化面貌亦较沿江地区有别,

是为独立文化单元｡继屯溪八墓后,该区域再未有正式的商周时期考古发掘资料发表,屯溪八墓仍是学界探寻休屯盆地先秦文化

面貌的重要钥匙｡随着皖､苏､浙､赣､闽等周边区域考古学文化谱系日益明朗,为重新解读屯溪八墓所蕴涵的历史信息提供了有利

契机｡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首先重新讨论屯溪八墓的年代问题,继而以此为基础分析其随葬铜器的来源背景,并试图思考以屯溪八

墓为代表的休屯盆地区域文明在东南地区乃至整个西周社会所扮演的角色｡ 

一､屯溪八墓年代的再认识 

墓葬的年代是讨论屯溪八墓及相关问题的基础,也是历来争议的焦点｡早期,研究者们多偏重于对随葬青铜器年代的研究,从

形制､纹饰､器物组合､兵器等多角度进行考察,主要观点有春秋后期说
[1]
､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说

[2]
､西周中期至春秋中期说

[3]
等｡

通过青铜器分析得出的墓葬年代分歧较大,其根源在于青铜制品经久耐用,铜器的年代不一定等同于墓葬的年代,且吴越地区出

土的绝大部分青铜器形制风格与中原地区差异明显,难以从类比角度推此及彼｡此外,吴越本地铜器不论是出土背景还是数量,其

资料都尚不足以建立独立的区域编年体系｡从青铜器的角度研究墓葬年代,还需着眼于对非中原地区青铜器年代学研究理论的探

索
[4]
｡欣慰的是,已有学者在这一领域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5]
｡ 

另有一些学者试图通过东南地区土墩墓的分期来探讨屯溪八墓随葬铜器的年代,如施劲松持西周中期说
[6]
;郎剑锋认为 M1､M3

､M4､M5 年代为西周中期,M6 年代为西周晚期,M2 年代为春秋早期
[7]
;杨楠认为 M5､M6､M7 年代为西周中期,M1､M2､M3､M8 年代为西

周后期至春秋前期
[8]
;付琳认为 M3 年代为西周中期,其余墓葬年代为西周晚期,下限或至春秋初年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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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认为,对屯溪八墓年代的讨论,尤其要重视陶､瓷器资料｡相较于青铜器的断代而言,陶､瓷器使用时间更短,其年代相对

也更接近于墓葬的埋藏年代｡近年来大量土墩墓及与之相关的居址､原始瓷窑址等的发掘,改变了以往只见墓葬而不见居址,只见

产品而不见生产的局面,对东南地区陶､瓷器的分期与编年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屯溪八墓陶､瓷器与青铜器共存,着眼于陶､瓷器的

分期与年代,不仅有助于墓葬埋藏时间的讨论,亦可启发地方型青铜器的年代学研究｡ 

通过对东南区域居址､窑址､墓葬等材料的综合分析,笔者认为在所有原始瓷产品中,豆是出土数量最多的器类之一,形态亦

较多样,有明晰的地层依据,具有分期意义｡推及屯溪八墓,原始瓷豆也是随葬品中的大宗,不仅数量众多,型式变化亦颇为丰富,

为我们重新认识八墓的年代提供了线索｡ 

通过对屯溪八墓随葬原始瓷豆的观察,可根据口腹特征将其分为两型(表一)｡ 

 

A型斜弧腹｡根据口沿､腹部及圈足特征可分为三式｡ 

Ⅰ式,折腹,无沿,圈足较矮｡标本 M3︰049｡ 

Ⅱ式,弧腹,卷折沿,圈足较矮｡标本 M1︰23｡ 

Ⅲ式,弧腹,卷折沿,圈足较高｡标本 M4︰31､M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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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型上腹部内收｡根据腹部特征可分为两亚型｡ 

Ba 型折腹｡根据口沿､腹部及圈足特征可分为四式｡ 

Ⅰ式,无沿｡标本 M3︰62｡ 

Ⅱ式,折沿｡标本 M1︰8､M4︰5､M6︰2｡ 

Ⅲ式,折沿,沿面较上式宽,腹部较上式浅｡标本 M5︰25､M7︰8､M2︰72｡ 

IV式,折沿,圈足较上式矮｡标本 M8︰4｡ 

Bb型弧腹｡根据腹部特征可分为两式｡ 

Ⅰ式,腹较浅,整体矮胖｡标本 M1︰5｡ 

Ⅱ式,腹较深,圆鼓腹｡标本 M7︰10｡ 

其中,A 型Ⅱ式豆与杭州萧山柴岭山 D17M2︰1 原始瓷豆形态接近,流行于西周晚期｡Ba 型Ⅰ式豆敛口,口部施多道弦纹,与河

南洛阳北窑西周早期 M215︰36､西周中期 M307︰1 原始瓷豆形态接近,有的豆盘内还有一小盂(M3︰77),这在湖北叶家山西周早

期墓中亦有发现(M28︰02)
[10]
;Ba型Ⅱ式豆敛口,折沿,与叶家山西周早期偏晚 M27︰111､洛阳北窑西周中期 M139︰28原始瓷豆形

态相近;Ba 型Ⅲ式豆宽沿､折腹,与安徽师姑墩西周晚期 T7⑤︰1 原始瓷豆形态相近;Ba 型 IV 式豆与萧山柴岭山 D35M1︰21 原始

瓷豆形态接近,流行于两周之际;Bb 型Ⅰ式豆与萧山柴岭山 D20M2︰5 原始瓷豆形态接近,年代约为西周中期
[11]
｡综上所述,A 型Ⅰ

式､Ba型Ⅰ式豆年代大约为西周早中期,A型Ⅱ式､Ba型Ⅱ式､Bb型Ⅰ式豆约从西周早期偏晚延续至西周中晚期,A型Ⅲ式､Ba型Ⅲ

式､Bb型Ⅱ式豆约流行于西周晚期至两周之际,Ba型 IV式豆流行于两周之际｡据此推断,屯溪 M3年代约为西周早期偏晚至西周中

期,M1年代约为西周中晚期,M4､M6､M5､M7､M2及 M8年代约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 

考虑到这八座墓葬仅为屯溪土墩墓群随机发现的一小部分,有理由认为,屯溪土墩墓群的年代至晚始于西周早期偏晚且至少

延续至西周晚期到两周之际｡八墓中随葬有大量青铜容器､兵器､乐器､车马器等,暗示这是一处高等级墓葬群｡依现有发掘资料,

皖南地区经过正式发掘的西周至春秋早期阶段土墩墓主要有南陵县千峰山
[12]
､龙头山

[13]
,繁昌平铺

[14]
,宁国安友

[15]
,宣州棋盘崔村

[16]
等,除偶见随葬铜环等小件的墓葬外,均未发现随葬有大量铜兵､礼器的高等级墓葬｡上述土墩墓群年代亦从西周早期延续至两

周之际,且均位于长江沿岸,临近长江中下游铜矿带,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交通优势,却鲜见高等级墓葬,究竟是尚未发现还是另

有他因值得深思｡如若继续放眼整个东南地区的土墩墓群,随葬青铜礼､兵器的西周墓葬主要分布于宁镇地区,如江苏丹徒烟墩山
[17]
､磨盘墩

[18]
､母子墩

[19]
,溧水乌山

[20]
､宽广墩

[21]
,仪征破山口

[22]
,浦口长子墓

[23]
,高淳下大路

[24]
;赣西北地区,如上饶马鞍山

[25]
;闽北

地区,如浦城管九
[26]
;环太湖地区似乎缺乏随葬铜器的传统

[27]
｡休屯盆地恰好处于上述几个区域的交界地带｡虽然我们尚未开展相

关居址工作,但依然可以推测屯溪地区很可能是作为区域文明中心存在的,这一中心从西周早期偏晚延续至春秋早期,持久而具

有活力｡ 

二､屯溪八墓的铜器来源背景 

前文基于原始瓷对屯溪八墓的年代作出了判断,那么其随葬铜器的年代下限亦随之得到确认｡在此前提下,笔者将通过对八

墓随葬铜器特征的分析,讨论该区域的铜器来源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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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屯溪八墓出土的铜器,以往研究者习惯将其分为“中原型”“地方型”和“融合型”三类
[28]
｡其中,“中原型”器物的

形制､纹饰基本与中原地区出土青铜器无异,有些铸有铭文,如 M3︰07 卣铭:“公乍宝尊彝,其孙子永用”;M3︰08 卣铭:“乍宝尊

彝”;M1︰90 尊铭:“父乙”｡铭文字体､格式甚至日铭用法都与中原地区一致｡其中与 M1︰90 尊铭“”同样的铭文在山西长子西

旺村亦有发现
[29]
｡本文亦认为,这类铜器是在中原地区铸造,并通过某种途径流布至休屯盆地｡ 

本文主要讨论“地方型”和“融合型”铜器的来源问题｡这类铜器具有以下三点特征｡ 

第一,从纹饰上看,大量本地陶器,尤其是印纹硬陶的装饰纹样被使用到铜器的装饰中｡例如常在中原青铜器装饰中作为界栏

的圆圈纹在东南地区被圈点纹所取代｡圈点纹可追溯至商时期,江西吴城文化的陶､瓷器中大量使用这一纹饰;不过,吴城文化的

铜器装饰仍采用的是中原式圆圈纹作界栏｡随着吴城文化的衰落,圈点纹的影响却扩大至包括湖南､江西､安徽等地在内的更大范

围,并被运用到铜器的装饰中｡屯溪八墓随葬青铜器的界栏大多为圈点纹(图一︰1､2),M6︰1 青铜尊甚至以圈点纹作为器物腹部

的主体纹饰(图一︰3)｡又如,通常被施于器身作为主体纹饰的不规则几何形席纹,与硬陶的几何形印纹相类,M3︰06 青铜簋､M3︰

20青铜方鉴便与 M3︰91印纹硬陶簋上所施曲折纹有异曲同工之妙(图二)｡ 

 

 

第二,青铜器器形与本地陶､瓷器器形互相模仿｡有青铜器模仿陶､瓷器者,如 M3︰012 青铜鼎立耳､束颈､宽沿,三细锥足略外

侈,与 M3︰039 印纹硬陶鼎形态相类,通常被称为“越式鼎”(图三)｡这类鼎的束颈风格源自晚商时期的湘江流域,西周早期发展

出三细锥足外撇的形态,广泛存在于长江以南地区｡亦有陶､瓷器模仿青铜器者,即仿铜陶礼器,如屯溪墓中的陶簋,造型风格与青

铜簋相类,有的还装饰有扉棱｡又如原始瓷兽耳尊,器物主体为尊形,器耳作兽状,M4､M5､M8 三墓中均有出土,通常两件一组随葬

(图四)｡其兽耳模仿自西周早期青铜器耳简单朴素的造型｡至两周之际,皖南一带继续发展出以兽耳为典型特征的青铜龙耳尊,南

陵县团结村出土 1件
[30]
､青阳县汪村出土 2件

[31]
,上海博物馆亦收藏有 2件传出土自皖南地区的龙耳尊

[32]
｡青铜龙耳尊的耳部造型

较原始瓷兽耳尊对兽形的刻画更为具象,兽耳体积硕大,整体造型夸张,装饰意味更加浓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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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屯溪八墓中出现了大量创新型青铜器造型,有的甚至影响到其后青铜器的造型艺术｡如 M3︰5方鼎,器身长方体､口沿内

曲､四角尖翘､浅腹､四短兽蹄足;又如 M3︰011方鉴,器身长方体､鼓腹､方圈足｡屯溪墓中出土有大量此类器形,多是在母体器类基

础上加工创造而成｡其中有一些甚至影响到后期其他地域的铜器造型｡如双层簋 M3︰10(图五︰1),这类器物是在单层簋(图五︰2)

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后在河南固始侯古堆 M1
[33]
及浙江绍兴 M306 中均发现有这一器类

[34]
;铜方座器 M3︰12(图五︰3),流行于春

秋中晚期以后的楚墓中
[35]
;三段式鼓腹尊,多见于环太湖地区的江苏淹城

[36]
､浙江绍兴

[37]
等地;扁体簋 M2︰87,以浅扁腹为主要特

征,后在安徽繁昌汤家山墓中亦有发现
[38]
｡上述器形均首见于屯溪八墓中,尔后传播至东南其他区域甚至淮河流域,表明屯溪地区

青铜器的造型艺术影响深远而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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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三点来看,所谓“地方型”及“融合型”青铜器的造型､装饰艺术多来源于本区域的土著文化传统,其中部分艺术发

明影响深远,这类铜器并不是产品的“外贸”流散,应是本地铸造的成果｡ 

从屯溪八墓随葬青铜器的组合来看,作为随葬品的青铜器器类是经过精心选择的｡西周早中期至西周中晚期阶段,食器以鼎､

簋为核心,水器组合为尊､卣､盘,另在 M3 中还发现了车器以及修车工具｡与宁镇地区相比,缺乏鬲､甗等食器,显然分属于两类丧

葬制度｡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阶段,青铜食器消失,多随葬青铜兵器剑｡青铜尊始终是随葬品组合的核心,南方地区对这一器类的

偏爱,自商时期便可见端倪
[39]
｡据三晋地区经验,车马器､兵器､大口尊等随葬器物具有性别指示意义

[40]
,然而在屯溪 M7､M8 两座墓

中均见有作为男性墓标志的兵器与作为女性墓标志的大口尊共存,表明屯溪地区似乎并未遵循中原地区的埋葬习俗｡综上所述,

屯溪地区的随葬组合有鲜明的区域特点,不仅有别于中原地区,与宁镇地区也不尽相同｡西周早期阶段,有对中原丧葬习俗的刻意

模仿,青铜食器在墓葬中多见;自西周后期始,丧葬观念更加本土化,青铜尊成为重要的随葬品｡ 

无论是从铜器的个体特征来看,还是从铜器的组合特征观察,屯溪八墓中除了少部分铜器可能直接来自于中原地区外,大部

分铜器应为本地生产;休屯盆地自西周早期偏晚始,已然形成了区域铸造中心,礼制亦自成体系｡事实上,晋南地区绛县衡水墓地､

翼城大河口墓地,湖北叶家山曾国墓地､羊子山噩国墓地的考古证据均表明,西周时期诸侯国独立生产青铜器已是一个较为普遍

的现象
[41]
｡周王室分封的诸侯国具有一定的铜器生产力是比较容易理解的现象,那么以下问题值得思考:为何偏居东南一隅的休

屯盆地也具有独立生产能力?该地的青铜器铸造技术以及墓中随葬的直接来源于中原地区的青铜器又是通过何种途径､何种方式

传入此地?这一区域又为何形成一个自西周至两周之际的区域文明中心? 

三､区域文明中心的形成 

通过前文分析,笔者认为屯溪地区在西周早期偏晚至两周之际是一个具有独立铸造青铜器能力､礼制自成体系的区域文明中

心｡从自然地理角度来看,屯溪地区四周环山,主要依靠水系对外交通,地形地貌不利于发展农业｡而休屯盆地以北便是长江沿江

平原,不但有优渥的自然地理条件,而且是长江中下游铜矿带重要组成部分,拥有丰富的铜矿资源｡沿江平原地带显然有更加优越

的发展条件,却至今未发现西周时期的中心聚落,亦不曾发现高等级墓葬,一南一北之反差,让笔者进一步思考屯溪地区区域文明

形成的动因｡ 

屯溪八墓中出土的部分陶器给笔者提供了线索｡屯溪 M7､M8 各随葬一件印纹硬陶大口尊,平底､鼓腹､敞口,口径大于腹径,尊

腹施几何形曲折纹(图六)｡西周时期的陶大口尊数量少,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主要出土于晋西南和关中地区,如天马曲村墓

地､晋侯墓地､横水倗氏墓地､周原遗址､沣西遗址､周公庙遗址､永凝堡墓地等
[42]
｡从器物形态来看,屯溪大口尊与晋西南､关中地

区大口尊特征基本一致,但器物材质和装饰却选择了具有本地色彩的几何形印纹硬陶,那么休屯盆地是如何实现这一模仿与创新

的呢?仔细梳理大口尊向南方传播的路径,不难发现,河南平顶山应国墓地和湖北随州叶家山曾国墓地是两个重要的据点,如应国

M231､曾国 M46 等墓中均发现随葬有大口尊
[43]
｡这一器物沿着晋西南､关中等地至应国经随枣走廊到达曾地,然后沿长江又可抵屯

溪地区｡屯溪墓出土的越式鼎也印证了这一路线｡屯溪 M3︰039 印纹硬陶鼎,敞口,宽折沿,圆鼓腹,细圆锥状三足外撇,腹部施拍

印云雷纹｡叶家山 M50 发现有越式鼎一件,泥质灰陶,敞口,束颈,圆腹,细圆锥状三足外撇,腹部施网格状菱形纹
[44]
｡有关越式鼎,

主要分布于长江以南的湖南､皖南､江西､浙江以及两广地区,屯溪 M3 出土印纹硬陶越式鼎作为最早阶段的越式鼎之一,对探索该

类器物的源流具有重要意义｡叶家山 M50 出土有越式鼎,无疑表明了两地之间的早期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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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亦有学者致力于南方地区青铜器对中原地区反向影响的讨论,研究表明在平顶山应国墓地出土的部分青铜器中,即可

看到来自屯溪铜器群的影响｡如平顶山 M85 出土的铜盉(M85︰15),器盖蟠龙饰 D 形鳞纹,铜盉主体纹饰边缘均用一类特殊的交联

纹为界栏,肩部衬托主体纹饰的云雷地纹为长条形,这些特征与屯溪 M3︰6 盉一致,而不同于中原地区
[45]
｡又如屯溪 M3︰11 鼎耳

所饰∽形勾云状夔纹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一种特殊的地方化纹样,在平顶山应国墓地 M48︰2铜鼎腹部也饰有同样的纹饰,且两鼎

具有同样的分范方式
[46]
｡此外,应国青铜器在江西余干黄金埠也有发现,为一甗,甗内有铭文“应监乍宝尊彝”,年代为西周早期

[47]
,说明应国与其东南地区联系紧密｡ 

综上所述,屯溪八墓出土随葬品中的部分文化因素表明,休屯盆地的社会上层与曾､应等国往来密切｡这一文化交流背后的动

因又是什么呢?有关原始瓷的最新发现为思考这一问题提供了线索｡ 

原始瓷的产地问题困扰学界良久,目前尚无定论,有学者通过类型学的研究认为从器形､纹饰上看,中原地区出土原始瓷来自

南方地区
[48]
｡近年来,东苕溪流域和闽北一带发现了大量原始瓷窑址,年代可早至夏商时期,为原始瓷的南方生产提供了重要证据

｡应国､曾国的高等级墓葬中多随葬有原始瓷,其原始瓷产品不论是形制还是装饰,均能在东南地区找到对应｡因此本文倾向于认

为中原地区原始瓷来自于南方,曾､应两国作为中转点,原始瓷产品从东南经随枣走廊､平顶山向中原地区流动｡屯溪地区与太湖

南部同属于钱塘江水系,东西流向的新安江作为钱塘江流域的上游段,经浙江淳安､建德与来自金衢盆地的兰江汇合为钱塘江的

上游富春江,成为该区域与浙江地区交通的重要孔道;阊江水系源自安徽祁门境内,向南流经江西浮梁县､景德镇与源自安徽婺源

而流经江西德兴､乐平的乐安河于鄱阳县相汇为饶河,构成徽饶水道;徽水河､舒溪河向北汇入长江支流青弋江,构成徽宣水道｡发

达的水系使得休屯盆地既能连通长江沿岸铜岭､铜陵等地的铜矿资源,又可以通达环太湖地区的原始瓷窑址,成为原始瓷流向中

原和铜矿资源流向环太湖地区的重要通道｡ 

四､余论 

中原与东南地区的交流往来渊源颇深｡新石器时代,粟的南传线路之一便是经由长江中游地区到达东南沿海地带,进而向更

南的台湾及东南亚岛屿扩散
[49]

;二里头时期,有学者曾对二里头文化的南传做过详尽的分析,认为存在一条从南阳盆地经过随枣

走廊进入长江中游江汉平原,继而顺江东向至九江再传入赣江流域和鄱阳湖地区的路线
[50]
｡夏商时期,象鼻盉､原始瓷大口尊的分

布情况表明长江中游地区在中原与东南地区的联系中起到了越来越明显的作用
[51]
,武汉盘龙城即此阶段最为重要的中转点｡屯溪

邻近闽､浙､赣三省,此地曾调查发现一件陶斝
[52]
,敞口有流,年代约为早商时期,似乎暗示休屯盆地可能存在尚未被发现的早期遗

存,但至迟自西周早期偏晚阶段,该区域作为中原与东南地区交通往来的一个重要节点,以掮客的角色迅速发展,形成了一个区域

文明中心｡ 

西周时期,长江中游在中原与东南地区的交流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应､曾的分封体现了西周王朝对南土的悉心经略,不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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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世文献还是出土文献中我们均可以看到两国在昭王南征､讨伐淮夷､南淮夷等军事活动中所作出的重要贡献｡本文以屯溪土墩

墓群为中心,勾勒了西周时期中原与东南地区交流互动的路径,并认为长江中游在此网络中地位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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